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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与福利分析

———来自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关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秦若冰　马　弘＊

：本文检验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和福利影
响。结果表明，消费品降税显著降低进口价格和进口成本，促进了进口数量和
种类的增加；同时，降税加强了国内市场竞争，降低了国内消费品的价格，提
高了居民实际购买力和福利水平。２０１８年因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成本下降约占
中国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总额的１．３３％，消费品平均价格同比下降
约０．６４％。本文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提供了实证支撑。

：消费品关税；价格效应；福利分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２．０１

一、引　　言

自加入 ＷＴＯ以来，我国以最惠国 （ＭＦＮ）税率统计的关税总水平显著降低，由

２００１年的１５．３％降至２００７年的９．８％。这一阶段的关税减让主要集中在资本品和中间
产品上，下游消费品部门进口关税相对仍较高：以 ＭＦＮ税率统计，２００７年我国资本品
和中间产品的算数平均关税仅为８．２％，而消费品算数平均关税则高达１５．４％。高关税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品进口，扭曲了居民的消费选择，造成居民的福利损失。近年
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消费进口升级需求显著增加 （马弘和秦若冰，２０２０）；
通过降低进口关税，扩大消费品进口，将有助于促进消费，提高社会福利。
在这一背景下，为贯彻 “全面开放”的战略部署，２０１７年启动的新一轮关税减让重

点下调了日化用品、服装鞋帽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进口关税，产品－－国别层
面的消费品加权平均关税由２０１７年的７．２％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９％１，降幅达３２％。本文
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产品－－国家层面的月度进口数据和关税数据，实证检验了消费品降税
对促进消费、提升居民福利的积极影响。
贸易政策研究表明，关税减让主要通过价格传导和竞争促进效应影响国内消费品的

支出成本。价格传导体现在内延边际和外延边际两个方面：内延边际上，关税削减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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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产品的进口价格和居民进口消费品的综合成本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外延边际上，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价格降低，还体现在消费品进口数量
和种类的增加，这正是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从种类中获得的贸易利得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
ｔｙ）。此外，关税减让加剧了国内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减少国内生产企业的价格加成，进
一步降低了国内消费品的价格。上述经由消费支出渠道影响消费者福利的作用机制又称
为关税削减的价格效应，即通过降低消费支出成本最终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和福利水平
（Ｎｉｃｉｔａ，２００９；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通过回顾文献可知，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中国
“入世”阶段的关税减让，对于全面开放新阶段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和福利影响
仍然缺乏研究。消费品关税的大幅下调，是否显著降低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成本，提升
了居民福利水平，其传导程度和机制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从消费层面评估新时
期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进一步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产品－－国家层面月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全面开放新阶段的消

费品降税政策对促进消费、提升居民福利的积极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中国海关进口数据库与产品－－原产地－－时间维度的关税数据进行匹配，并从三个维度展
开了研究：首先，我们估算了关税减让对进口价格和进口数量的影响，并利用估计得到
的贸易弹性量化估计关税减让对居民进口消费品总成本的影响；其次，我们参考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１９９４），验证了消费品关税减让对进口产品种类增加的促进效应；最后，我们
通过匹配进口关税与月度国内市场消费品零售价格数据，实证检验了消费品关税减让对
国内市场消费品价格的传导程度及机制，并通过区分不同部门产品的进口强度，估算因
关税减让引致的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程度。
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消费品降税显著降低了我国消费品进口价格，关税对

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接近于１，即关税减让带来的福利提升几乎全部由国内进口商和消
费者享有。２０１８年因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成本下降约１２．９５亿美元，约占２０１８年中国
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总额的１．３３％。与此同时，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价格下
降显著推动了进口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加，特别是自ＯＥＣＤ等高收入国家的进口显著提
高，居民的差异化产品需求得以满足；伴随更多优质国外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国内消费
品市场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表现为国内同类消
费品零售价格的下降，并且，这一效应在进口强度高的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２０１８年因
关税削减引致的消费品平均零售价格同比下降幅度约为０．６４％。稳健性分析支持上述
结论。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贸易政策

调整对进口成本、进口数量和种类，以及国内市场消费价格的影响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孙浦阳等，２０１９）。第二类文献重点聚
焦中国 “入世”以来的关税减让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罗知和郭熙保，２０１０；施炳展
和张夏，２０１７；王备和钱学锋，２０２０），他们发现 “入世”以来的关税减让显著降低了
国内消费品价格和居民消费支出成本，并且有助于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福利差
距。但是，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于 “入世”之初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消
费品关税减让政策关注不足，对于消费品关税减让如何通过影响进口产品价格、数量和
种类，决定国内消费品市场定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成本的作用机制仍然缺乏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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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和实证检验。在关税度量上，现有研究大都采用最惠国税率，忽视了国别层面的
适用税率差异，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我国陆续以调整暂定税率、协定税率、最惠国税
率的方式下调消费品关税，仅考虑最惠国税率难以全面反映消费品关税的实际变化。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重点

关注全面开放新阶段 （２０１７年以后）的关税减让而非 “入世”之初的贸易自由化进程。
相比于 “入世”之初，新一轮关税减让的背景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伴随居民的收入水平
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而新一轮的关税减让目的正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消费升级需求。本文利用详细的关税调整数据和价格数据，检验了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
格效应及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并且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
了实证支持。第二，本文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识别并验证了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传导效
应、进口种类增加效应及其对国内消费市场的竞争促进效应，揭示了消费品关税减让的
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第三，本文从国别层面衡量进口关税，相比采用最惠国税率更能
准确反映实际关税变化。在进口国维度上区分ＨＳ８位进口产品，能够更准确地度量进口
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从而更准确地测度了消费品关税减让的实施效果，并且丰富了本文
对关税减让作用机制的探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及政策背景；第三部分介绍本

文的研究框架、计量模型及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是稳健性检验与扩展讨论；第五部分是
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描述与政策背景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了三类数据：第一类为月度进口数据，我们根据贸易产品分类标准
（Ｂ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ＢＥＣ）２整理并提取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中国 ＨＳ８位编码消费
品月度进口数据，并据此测算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进口指标 （进口价格、进口数量和进口额）
的月度同比变化，数据来源为中国海关数据库。
第二类为消费品关税数据，我们根据财政部网站发布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及关税调整公告，统计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ＨＳ８位编码－－进口来源国－－
月度层面的关税数据，并将其与进口数据进行匹配，得到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消费品关税的
月度同比变化。
第三类为国内市场消费品价格指数，本文收集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主要消费品的价格

数据，产品包括粮油食品、饮料、烟酒、衣着，以及家用电器等生活用品。就数据来源
而言，本文采用了两套价格数据：第一套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覆盖１４种消费品的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ＣＰＩ）月度数据；第二套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价
格监控中心提供的３６大城市零售价格数据，该数据覆盖了绝大多数的生活必需品和耐
用消费品，产品分类更为细致，更能体现微观商品的零售价格波动，通过与ＨＳ６位编码

２ 消费品分类中不包含药品、汽车和信息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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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匹配，最终本文纳入了４２种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并据此计算它们的同比价格指数

（ＣＰＩ
�
）。３

（二）全面开放新阶段的消费品关税减让

２０１７年以来，我国陆续以调整暂定税率、协定税率和最惠国税率的方式下调消费品
关税，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我国消费品关税经历了四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我国以暂定税率形式对食品饮料、日化、衣着鞋帽等共计１８７个税号的
消费品实施降税，消费品加权平均关税由７．２％降至６．７％；第二次是２０１８年１月，我
国继续下调对原产于东盟、巴基斯坦、韩国等自贸协定缔约国 （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协
定税率，消费品加权平均关税由６．７％下降至６．３％；第三次是２０１８年７月，我国大幅
下调服装鞋帽、家居百货等共计１　４４９个税目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其中服装鞋帽、家
居百货、文体用品类８９４个税目平均税率由１５．９％降至７．１％，家用电器类９８个税目平
均关税由２０．５％降至８％ ，消费品加权平均关税由２０１８年１月的６．３％降至５．１％；第
四次是２０１９年１月，我国继续降低对新西兰、秘鲁等９个国家和地区的协定税率，消费
品加权平均关税进一步降至４．９％。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消费品平均关税水平

　　注：关税数据经作者整理得到；加权平均关税水平由 ＨＳ８位产品－－原产地层面关税进行贸易加权得到，其中为

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了自美国进口的消费品。

三、研究框架与计量分析

（一）研究框架

本文的实证部分从三个维度展开。首先，本文估计了消费品关税减让对进口价格和
数量的影响，进而量化关税减让对进口成本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参考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

３ 限于篇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未呈现在正文，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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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的研究构建了式 （１）计量模型：

Δｌｎｘｉｊｔ＝μｊ＋θｉｔ＋βΔｌｎ（１＋τｉｊｔ）＋εｉｊｔ， （１）
其中，ｉ代表进口来源国，ｊ代表ＨＳ８位产品，ｔ代表观测月份，Δｌｎｘｉｊｔ代表被解释变量
的同比对数变化，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三个被解释变量：进口价格、进口数量和进口总
额，Δｌｎ（１＋τｉｊｔ）为当期关税相比于去年同期的对数变化。为避免实证分析中的遗漏变
量，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产品维度固定效应μｊ和国家－－时间维度固定效应θｉｔ，分别用以
控制产品层面进口需求差异和汇率等随国家－－时间变化的因素。
其次，本文进一步探究关税减让对进口产品种类的影响。我们参考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构建了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并将其分解为内延边际和外延边际两个部分，具体
构造方法如式 （２）所示：

Ｐｊｔ
Ｐｊｔ－１２

＝ λｊｔ
λｊｔ－１２（ ）

１
σ－１ Ｐ＊

ｊｔ

Ｐ＊
ｊｔ－１２

， （２）

其中， Ｐｊｔ／Ｐｊｔ－１２（ ）代表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 “共同商品”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ｒｉｅｔｙ）因子，它衡量了两期进口的 “共同商品”的价格变化，即内延边际上

的进口价格变化，用 （Ｐ
＊
ｊｔ

Ｐ＊
ｊｔ－１２

）表示，它的构造方法如式 （３）所示，Ω＊ｊ，ｔ，ｔ－１２代表两期进

口 “共同商品”的来源地，ｓ　ｗｉｊｔ是 “共同商品”进口份额的对数平均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４。
二是进口产品种类调整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因子，它衡量了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种类
增加对综合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用 （λｊｔ／λｊｔ－１２（ ）１／（σ－１））表示，其中σ是产品间的替代
弹性，λｊｔ和λｊｔ－１２分别衡量了两期共同进口商品在当期和去年同期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具
体表达式由式 （４）给出：

Ｐ＊
ｊｔ

Ｐ＊
ｊｔ－１２

＝∏ｉ∈Ω＊ｊ，ｔ，ｔ－１２
ｐｉｊｔ
ｐｉｊｔ－１２（ ）ｓ

ｗ
ｉｊｔ

， （３）

λｊｔ＝
Σ

ｉ∈Ω＊ｊ，ｔ，ｔ－１２

ｐｉｊｔｍｉｊｔ

Σ
ｉ∈Ωｊ，ｔ

ｐｉｊｔｍｉｊｔ
，　λｊｔ－１２＝

Σ
ｉ∈Ω＊ｊ，ｔ，ｔ－１２

ｐｉｊｔ－１２ｍｉｊｔ－１２

Σ
ｉ∈Ωｊ，ｔ－１２

ｐｉｊｔ－１２ｍｉｊｔ－１２
. （４）

新贸易理论研究表明，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原先因高昂贸易成本被排除在外的产品
得以进入市场，进而扩大消费者可供选择的产品范围，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当关税削
减引致的进口种类增加，降低了 “共同商品”在当期进口中占比时，（λｊｔ／λｊｔ－１２）将小于１，
进口种类增加引致的福利提升效应即表现为综合进口价格指数的下降，其影响规模还取
决于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参考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我们假设产品间替代弹性为３５，
并据此测算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每一个 ＨＳ６位产品的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及其边际分解，代入
式 （５）进行回归分析：

ｌｎ
Ｐｊｔ
Ｐｊｔ－１２（ ）＝μｊ＋θｔ＋βΔｌｎ（１＋τｊｔ）＋εｊｔ． （５）

４　ｓ　ｗｉｊｔ ＝
（ｓｉｊｔ－ｓｉｊｔ－１２）／（ｌｎｓｉｊｔ－ｌｎｓｉｊｔ－１２）

Σ
ｉ∈Ω＊ｊ，ｔ，ｔ－１２

（ｓｉｊｔ－ｓｉｊｔ－１２）／（ｌｎｓｉｊｔ－ｌｎｓｉｊｔ－１２）

５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利用美国数据估算进口替代弹性约为２．６。根据本文的估算结果，中国消费品间的进口
需求弹性在２—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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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将估计关税减让对国内市场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并评估其引致的居民福
利水平提升程度。具体而言，我们收集了产品层面的月度消费价格数据，并构建式 （６）
计量模型：

ΔｌｎＣＰＩｊｔ＝αｃ＋θｔ＋βΔｌｎ（１＋τｊｔ）＋εｊｔ， （６）
其中，ｊ代表产品，ｔ代表月份，ΔｌｎＣＰＩｊｔ代表居民消费价格的同比指数，Δｌｎ（１＋τｊｔ）为
产品层面的关税同比指数；ｃ代表消费品所属的行业分类，本文主要关注五类消费品：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衣着与生活用品类；αｃ为行业维度固定效应，θｔ为时间维度固
定效应。通过式 （６）我们可以计算国内消费品零售价格对消费品关税减让的反应弹性，
并由此估算关税减让对居民福利水平的积极影响。

（二）消费品关税减让对进口价格和数量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我们将首先分析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消费品关税减让对我国进口
消费品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采用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ＨＳ８位编码产品－－原产
地－－月度层面的进口数据和关税数据，做式 （１）所示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关税调整对进口价格、进口数量和进口额的影响

Δｌｎｐｉｊｔ Δｌｎｍｈｉｊｔ Δｌｎｘｈｉｊｔ Δｌｎｐｊｔ Δｌｎｍｈｊｔ Δｌｎｘｈ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ｌｎ（１＋τｉｊｔ） １．０２５＊＊＊ －１．７３１＊＊＊ －２．２９５＊＊＊

（０．０５１０） （０．４５１） （０．５９３）

Δｌｎ（１＋τｊｔ） １．０５３＊＊＊ －１．２６６＊＊ －１．４８７＊＊

（０．０９６６） （０．５７２） （０．６５６）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原产地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５５　４１９　 ７０５　２４１　 ８１６　５５２　 ４０　２９５　 ４４　４９４　 ５０　５６６

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９　 ０．３２４　 ０．３０２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表同；第 （１）—（３）列观测单位为

ＨＳ８产品－－原产地－－月份，第 （４）—（６）列观测单位为 ＨＳ８产品－－月份；其中 （１）、（２）、（４）、（５）列剔除了税前进

口价格同比大于３或者小于１／３的极端观测值，（２）、（３）、（５）、（６）列考虑了新增进口产品种类，稳健标准差聚类

在 ＨＳ８产品层面。

表１第 （１）列估计了关税调整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弹性系数为１．０２５且在１％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关税削减显著降低了消费品进口价格，且关税对进口价格接近完全
传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下调消费品进口关税引致的福利提升主要由本国进口商
和消费者享有，这与 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第 （２）—（３）列估计了关税调整对进口数量和进口额的影响，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月度同
比数据，新增进口产品种类，即去年同期进口数量为零的商品在样本中被剔除了，可能
导致弹性系数的低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参考Ａｍｉ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对进口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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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额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６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ｓｉｎｅ），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进口数量和进口额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１．７３１和－２．２９５７，上述结果均在１％统计水
平上显著。在关税对进口价格完全传递的情境下，第 （３）列所估计的系数可视为进口
需求弹性，该估计结果与文献中的进口需求弹性区间 （Ｆｉｅｌｅｒ，２０１１；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保持一致，介于２至４之间。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第 （４）—（６）列进一
步采用加总至产品－－月份层面的进口数据和关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与上文
保持一致。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测算２０１７年以来消费品关税削减对进口总成本的影响大

小。具体而言，关税削减对进口总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了关税扭
曲带来的无谓损失 （ｄｅａ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简称 “ＤＷＬ”），二是降低了国内进口商和消费
者承担的进口税负。根据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进口需求曲线斜率为常数及完全竞争市
场的假设下，关税扭曲的无谓损失可以表示成如式 （７）所示的三角形面积：

ＤＷＬ＝
１
２ｐ

＊
１ （ｄτ）（ｄｍ）， （７）

其中ｐ＊
１ 为税前进口价格，ｄτ为关税变化，ｄｍ 为因关税变化引致的进口数量变化，根

据表１第 （２）列估计的系数β和关税变化幅度，可以估算出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数量增
加幅度，进而估计无谓损失的减少额，如表２第 （１）列所示。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日用消费品
关税削减降低了关税扭曲引致的无谓损失约１００万美元，２０１８年因消费品关税削减降低
的无谓损失约７　６００万美元，２０１９年约５　７００万美元。与此同时，关税削减还显著降低
了进口环节的关税税负，２０１８年消费品关税税负下降约１２．１９亿美元 （见第 （２）列），
进口总成本下降约１２．９５亿美元 （见第 （３）列），约相当于２０１８年中国从除美国外其他
国家进口消费品总额的１．３３％。

表２　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总成本下降额 单位：亿美元

无谓损失减少额 进口税负减少额 进口总成本减少额

（１） （２） （３）＝ （１）＋ （２）

２０１７年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４１

２０１８年 ０．７６　 １２．１９　 １２．９５

２０１９年 ０．５７　 ７．９６　 ８．５３

　　注：表中统计的均为相比上一年的同比变化额，因而可以加总；未考虑对美加征关税及从美进口。

（三）消费品关税减让对进口种类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关税削减对进口种类提升的促进效应，我们参考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４），
在 ＨＳ６位产品上构建综合进口价格指数 （ｌｎ（Ｐｊｔ／Ｐｊｔ－１２）），并将其分解为两个因子：
一是两期进口的 “共同商品”的进口价格变化 （ｌｎ（Ｐ＊

ｊｔ／Ｐ＊
ｊｔ－１２））；二是进口产品种类调

整因子 （ｌｎ（λｊｔ／λｊｔ－１２）１／（σ－１））。通过对这三项指数作式 （５）所示回归，我们可以得到表３
所示结果。

６ 变量ｘ的反双曲正弦变换可以表示为ｌｎ［ｘ＋ ｘ２＋１（ ）０．５］，当ｘ为０时该值也为０。
７ 此处的进口额均为海关数据库统计的不含关税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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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关税调整对综合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及其边际分解

进口产品价格 进口产品种类调整因子 综合进口价格指数

ｌｎ
Ｐ＊
ｊｔ

Ｐ＊
ｊｔ－１２
（ ） ｌｎ λｊｔ

λｊｔ－１２（ ）
１
σ－１　 ｌｎ

Ｐｊｔ
Ｐｊｔ－１２（ ）

（１） （２） （３）＝ （１）＋ （２）

Δｌｎ（１＋τｊｔ） ０．９９６＊＊＊ ０．２７４＊ １．２７０＊＊＊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８６）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　６６０　 ３４　６６０　 ３４　６６０

Ｒ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７

　　注：观测单位为 ＨＳ６位产品－－月份，稳健标准差聚类在 ＨＳ６位产品层面。

可以看出，进口关税的下降将会显著降低我国进口产品综合价格指数；其中，两期
“共同商品”的进口价格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弹性为０．９９６，这与上文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除此之外，消费品关税减让还显著增加了进口产品种类，并带了额外的福利提升，主要
表现为综合价格指数的进一步下降，弹性系数为０．２７４，这两部分系数进行加总，即为
综合进口价格指数对关税的反应弹性———消费品关税下降１０％将会带来综合进口价格指
数下降１２．７％，估计结果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消费品关税减让对国内市场消费价格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消费品关税减让是否有效地降低了国内市场消费品价格，本文收集
整理了产品－－月度层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比较２０１８年前后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化趋
势，如图２所示。图中实线代表所有消费品平均价格指数 （同比增速，下同），虚线代
表受降税影响较大的六类消费品的几何加权平均价格指数，所采用的权重为各类消费品
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这六类消费品主要包括家用器具、服装、鞋类、水产品、
酒类和粮食，以２０１７年进口数据统计，这六类进口产品的降税税号进口额占比均在

１０％以上。为了统计方便，我们将２０１８年１月的ＣＰＩ同比增速标准化为０，并比较降税
政策实施前后两组消费品的ＣＰＩ变动趋势差异。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８年以前两组消费
品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并无显著差异；２０１８年降税政策实施以来，两组消费品价格指数
波动趋势呈现分化，受降税影响较大的消费品价格相比于消费品平均价格出现显著
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产品－－月度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与进口关税同比变化数据，

根据式 （６）计量模型估计消费品关税减让对国内消费品零售价格的影响，回归结果见
表４。首先我们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造ΔｌｎＣＰＩｊｔ，估计结果如表４第 （１）—（２）列所
示，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进口关税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间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成本下降
有效降低了国内同类消费品的价格。考虑到不同产品的进口强度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关税
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导，我们进一步构造产品层面的进口强度指标，即进口产品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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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８年前后消费品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注：２０１９年后实线的快速上升主要由于猪肉价格的上涨，剔除猪肉后并未改变主要结论。
　

支出中所占比重，数据来源为２０１６年各产品进口额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并将其与关
税变化作交乘项，得到的弹性系数为３．９６５。该系数的含义为：倘若消费品支出中进口
商品所占比例为１０％，那么消费品关税下降１０％将会带来本国消费品价格下降４％。这
一结果略高于部分现有文献估计的关税价格传递效应，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本文采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消费价格波动，该数据产品分类较少，具有较大的度量误差；二
是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数量和进口种类增加，加剧了国内同类消费品的竞争，导致国内
商品价格更大程度的下降。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产品分类更为细致的零售价格数据，

得到表４第 （３）—（６）列所示回归结果。从第 （３）列可以看出，Δｌｎ（１＋τｊｔ）的系数为

０．２４３，与文献中估计的０．２—０．３的数值区间一致 （施炳展和张夏，２０１７；孙浦阳等，

２０１９）。进一步考虑产品间的进口强度差异后，我们得到第 （４）列所示结果，进口强度
和Δｌｎ　１＋τｊｔ（ ）的交乘项的系数为３．０１６且在１％水平上显著，即对于进口强度为１０％的
消费品而言，进口关税下降１０％将会带来国内零售价格下降３％。考虑到鲜肉鲜果等食
品价格波动较大，且较容易受到供给周期和需求因素的影响，我们在第 （５）列中将食
品类消费品从样本中剔除，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为了进一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层面
供给成本、需求波动等因素，我们在第 （６）列中进一步控制行业－－时间层面的固定效
应，得到的系数为２．７６４，且在５％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４　关税减让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导

Δｌｎ　ＣＰＩ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ｌｎ（１＋τｊｔ） ０．４９５＊＊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８５）

进口强度×Δｌｎ（１＋τｊｔ） ３．９６５＊＊ ３．０１６＊＊＊ ２．９３５＊＊ ２．７６４＊＊

（０．８０６） （０．２８９） （０．６８３） （０．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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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Δｌｎ　ＣＰＩ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Δｌｎ　ＣＰＩ
�

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５０４　 ５０４　 １　４７８　 １　４７８　 ７５２　 １　４４２

Ｒ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９

　　注：表中第 （１）—（２）列的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消费品的ＣＰＩ同比数据，第 （３）—（６）列

的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发改委发布的３６大城市零售价格数据，经作者计算得到，第 （５）列剔除了价格波动较大的粮

油食品类消费品，第 （６）列进一步控制行业－－时间层面固定效应，稳健标准差聚类在行业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表４中估计出的反应弹性反映了两类产品的价格变化，一类是进口
消费品，另一类是国内企业生产的消费品。从表４可以看出，关税对消费品价格指数的
传递程度显著高于我国消费品平均进口强度 （约１０％），说明国内生产消费品的价格也
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一效应被称为竞争促进效应 （Ｎｉｃｉｔａ，２００９；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其经济学含义是，消费品关税减让不仅显著降低了消费品进口价格，还促进了
国外商品的大量进口和进口种类的增加，加强了国内消费品市场的竞争程度，降低了国
内厂商的价格加成，并促进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和福利总水平的提升。为了进一步验
证上述效应，我们统计了主要生活资料２０１８年前后的出厂价格指数波动。研究表明，

受降税影响较大的一般日用品的出厂价格在２０１８年后出现了显著下降。８

基于表４估计的弹性系数，我们可以测算不同产品的关税价格传递程度，如表５所
示。可以看出，关税价格传递程度随进口强度增加而增加，即进口产品在总消费中占比
越高，关税削减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程度越大；相比于粮油食品类和生活用品类消费
品，饮料烟酒和衣着类的进口强度较低，关税削减对国内价格的传递程度也相对较低，

在０．１—０．２之间，即关税下降１０％将会带来国内零售价格下降１％—２％；而粮油食品
类的进口强度最高，关税对国内零售价格的传递程度约为０．３９，生活用品类的关税对国
内零售价格传递程度约为０．２８。根据上文估计的关税对价格的传递程度系数和关税实际
削减幅度，可进一步测算出２０１８年因关税削减引致的价格波动程度，如表５最后一列所
示。可以看出，关税削减引致国内零售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为家用器具等生活用品
（－１．１０％）、饮料 （－０．９０％）和衣着类消费品 （－０．６０％），这与图２实际观测到的
价格波动趋势相吻合。根据进口份额对这五类消费品进行加权后，２０１８年因关税削减引
致的消费品平均价格下降幅度约为０．６４％。在短期分析中，如暂不考虑关税调整的收入
效应，即收入总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那么消费品平均价格的下降幅度即为居民福利总
水平的提升幅度。

８ 限于篇幅，主要生活资料２０１８年前后出厂价格指数波动图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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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行业的关税价格传递程度

行业分类 进口强度 传递程度 关税同比变化 （Δｌｎ（１＋τｊｔ）） 关税削减引致的同比价格波动

粮油食品类 ０．１４　 ０．３９ －１．０３％ －０．４０％

饮料类 ０．０４　 ０．１１ －８．１４％ －０．９０％

烟酒类 ０．０７　 ０．１９ －１．５５％ －０．３０％

衣着类 ０．０５　 ０．１４ －４．３４％ －０．６０％

生活用品类 ０．１０　 ０．２８ －３．９８％ －１．１０％

　　注：进口强度根据２０１６年各部门 （进口额／ （进口额＋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估算得到；根据进口强度、关

税传递系数和各部门关税下降幅度，可以估算２０１８年由关税引致的价格波动幅度＝传递程度×关税同比变化，如表

中最后一列所示。

四、稳健性检验与扩展讨论

（一）稳健性检验

１．消费品关税减让政策的内生性讨论

为检验消费品关税下调政策的外生性，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这一关税政策冲击进

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式 （８）所示：

Δｌｎｘｉｊｔ＝ηｊ＋μｉｔ＋Σ
９

ｓ＝ －９
βｓ Ｉｉｊｓ× －ｌｎ

１＋τｉｊ１
１＋τｉｊ０（ ）（ ）［ ］＋εｉｊｔ， （８）

其中，ｉ代表进口来源国，ｊ代表海关编码８位产品，ｔ代表观测月份，ｓ代表观测月份ｔ
与基期 （降税政策实施前一个月）的间隔月份数，Δｌｎｘｉｊｔ代表被解释变量的同比对数变
化。示性函数Ｉｉｊｓ衡量了进口产品是否受到了关税政策冲击，如果自ｉ国进口的ｊ商品属
于实验组，且进口时间处于ｓ期，则Ｉｉｊｓ取１，否则Ｉｉｊｓ取０。τｉｊ０代表降税政策实施前的关
税水平，τｉｊ１代表降税政策实施后的关税水平，－ｌｎ（（１＋τｉｊ１）／（１＋τｉｊ０））代表关税下
降幅度的绝对值。由于不同产品的降税批次及时间存在差异，为避免对关税传导效应的

偏估，本文参考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根据不同产品实际降税时间选取对照组和基

期；具体而言，选取海关编码４位行业分类中未受到降税冲击的产品作为该行业内降税

产品的对照组，并选取实验组降税前一个月作为基期，如果同一行业内存在多个批次降

税，则选取降税时间最早产品的基期作为对照组基期。

图３展示了关税政策冲击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进口价格、剔除关税后的进口价

格、进口额和进口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关税政策冲击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进口价

格并无显著区别，平行趋势基本满足；关税政策调整后，实验组进口价格显著降低，且

弹性系数接近于１，而剔除了关税后的税前进口价格则无明显变化，这说明消费品关税

对进口价格接近于完全传递。同时，关税政策调整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进口数量平行

趋势基本满足，关税政策调整后，实验组的进口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值得注意的是，

在－１期进口数量有小幅跃升，这是因为实验组中有较大比例的产品是在２０１８年７月开

始实施降税，而在此前中方曾宣布将对来自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可能导致进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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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短期囤货行为，如果将２０１８年７月降税的产品从样本中剔除，平行趋势则完全满

足，且并未改变主要结论。９

图３　平行趋势检验

２．同期干扰因素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同期干扰因素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检验了

中美贸易摩擦对实证结果的干扰。中美贸易摩擦对进口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主要表现

为中美之间贸易额的减少，虽然消费品受加征关税的影响较小，但为避免对实证结果的

干扰，本文在实际处理时已将原产于美国的产品从样本中剔除。为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

消费品进口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把原产于美国的商品纳入样本，考虑中国对美国消费品

加征的关税，做式 （１）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其次，我们讨论新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

区对实证结果的干扰。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我国陆续在辽宁、浙江等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可能会促进当地进口额的显著增加，导致本文估计结果的偏

误。为剔除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新设立

自贸区的省份从样本中剔除，并做式 （１）回归，并未显著改变已有研究结论。１０

（二）异质性分析

１．进口产品质量差异
为丰富和扩展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尝试基于进口产品的质量差异，探讨进口产品质

９ 限于篇幅，省略这一部分内容，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１０ 限于篇幅，省略这一部分内容，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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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否会影响关税传导的作用效果。根据贸易理论研究，高收入国家在生产高质量商品
上更具技术优势 （Ｆｉｅｌｅｒ，２０１１；Ｃａｒ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且伴随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
于高质量商品的进口需求增速更快 （Ｆａｊｇｅｌ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基于这一理论，当产品
价格下降时，消费者预算约束软化，他们可能会增加对于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而高收
入国家在生产这些商品上更具竞争优势。由此可以推测，消费品关税减让会促进我国自

ＯＥＣＤ等高收入国家的进口。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本文首先在式 （１）中加入 ＯＥＣＤ国家哑变量１１，用以衡量进
口商品是否原产于ＯＥＣＤ国家，并将其与关税同比变化作交乘项。结果表明，关税减让
对原产于ＯＥＣＤ国家产品的进口需求促进效应更加明显。参考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我们进一步根据进口价格来衡量进口产品的相对质量高低，在同一ＨＳ８位编码
内部，税前进口价格高于中位数的被归类为高价商品，这类产品被认为具有更高的质
量。我们在式 （１）中加入了高价商品与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结果表明：关税下降后，

高价商品的进口数量增加更为明显，这再次验证了关税下降后居民对于高质量进口消费
品的消费升级需求。１２

２．进口替代弹性差异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产品的进口替代弹性差异对关税传递程度的影响。贸易研究

表明，进口替代弹性高的商品，进口需求对于价格的变动更为敏感 （Ｓｏｄｅｒｂｅｒｙ，２０１８）。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我们参考Ｓｏｄｅｒｂｅｒｙ （２０１５）估计的 ＨＳ８位产品进口替代弹性，将
进口消费品分为高替代弹性商品和低替代弹性商品，并分别做式 （１）回归。结果表明，

高进口替代弹性商品进口数量对关税变化的反应弹性绝对值要显著高于低进口替代弹性

商品；与此同时，关税对高进口替代弹性商品进口价格的转嫁程度相对更低，这是因为
关税对国内消费者的转嫁程度与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而高替代弹性商品的进口需求弹
性也更高，因而关税对其进口价格的转嫁程度相对更低。１３

３．基于地区维度的扩展讨论
我们进一步探究消费品关税减让对不同地区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差异。通过收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３１个省 （直辖市）产品－－月度层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们构建地区－－产
品－－月份层面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变化指标ΔｌｎＣＰＩｄｊｔ，并做式 （６）回归，回归结果与本文
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区对消费品关税减让的反应差异，我们根据各地区２０１７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将３１个省份 （直辖市）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
地区，其中，高收入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国前３０％的省份，低收入地区为人均
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国后３０％的省份，并据此分别加入低收入地区哑变量和高收入地区哑
变量与关税变化的交乘项。结果表明：相比于中高收入地区，低收入地区消费品价格对
消费品关税减让的反应弹性系数更大；关税对低收入地区消费品价格指数的传递程度远

１１ 本轮降税并非主要集中于原产于ＯＥＣＤ国家的商品，在关税下调的消费品中，原产于ＯＥＣＤ国家的观测值占比约
为５４％。
１２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１３ 参考Ｓｏｄｅｒｂｅｒｙ （２０１５）的估计结果，我们将进口替代弹性大于３的商品视为高替代弹性商品。限于篇幅，回归
结果未在正文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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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低收入地区的平均进口强度，说明低收入地区的国内消费品价格出现了显著下降，
即前文所述的竞争促进效应。
这一估计结果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国内消费品生产商面临进口竞争时的策略选择差

异：一方面，相比于中高收入地区，低收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
后，该地区国内生产厂商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面对消费品关税减让引致的进口竞
争，他们会选择 “以价换量”的策略，即通过降低销售价格来争夺国内市场份额，因而
国内消费品价格指数下降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对于中高收入地区的国内生产厂商而
言，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相对更高，面对消费品关税减让引致的进口竞
争，他们会选择提高产品质量，通过产品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周
茂等，２０１６；祝树金等，２０１９）。参考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我们进一步估算各地
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比变化，实证检验了消费品关税减让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出
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差异，并验证了上文的研究结论。１４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匹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中国月度关税数据、进口数据与消费品零售价格数据，

实证检验了全面开放新阶段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和福利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７年以来的消费品关税减让政策显著降低了我国消费品进口价

格，关税对国内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传递系数接近于１，关税下降带来的成本节约效应几
乎全部由国内进口商和消费者享有。据估计，２０１８年因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成本节约效
应达１２．９５亿美元，约占２０１８年中国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进口总额的１．３３％。除此之
外，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价格下降显著推动了消费品进口数量和种类的增加，特别是自

ＯＥＣＤ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显著提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实际购买
力提升后的消费升级需求，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全面开放对提振消费、满足居民多样化产
品需求的作用。与此同时，消费品关税减让还通过竞争促进效应有效降低了国内同类消
费品的零售价格。此外，关税削减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导程度在不同部门间存在差
异，进口占消费支出比重较高的部门传导程度更高。
从政策含义上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全面开放新阶段的消费品关税减让在降低居民消

费支出成本和提升居民福利水平上的积极影响，验证了全面开放的实际政策意义，对于
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迎合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出
发，本文建议进一步下调消费品进口关税，具体措施可以采取调整暂定税率的方式；对
于我国进口需求较为集中且国内供应存在显著缺口的消费品可适时下调暂定最惠国税

率，以扩大国内的有效供给；关税的调整幅度和适用期限可根据国内供给和需求水平的
动态变化灵活调整。从竞争角度而言，通过进口增强国内市场竞争程度，能够促进国内
供给体系效率提升和转型升级。因此，应当推进国内供给侧改革，疏通价格传导机制，
更大程度地发挥开放的竞争促进作用。伴随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
扩大，降低关税、扩大开放也会增强我国在需求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１４ 限于篇幅，这一回归结果并未呈现在正文，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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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做进一步拓展：第一，从长期均衡来看，居民福利
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价格水平变化，还取决于名义收入水平的变化，因此，在一般均衡框
架下研究消费品降税政策对居民整体福利水平及其分布的影响是一个可以扩展的方向。
第二，不同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消费偏好等的人群对于消费品降税政策的反应可能
存在差异。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没有考虑消费者之间的异质性。在
收集最新年份居民家庭收入支出微观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消费品降税政策引致的
福利提升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特点是本文另一可以拓展的方向。第三，消费品关税减让
导致的进口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的价格加成，也可能促进了高收入地区的产品质量升
级，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检验这些机制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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